产业集聚及协调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业、教育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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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搜集整理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7—2016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的集聚度及其协调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第一，金融业和教育行业的集聚度均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存在正向关系，但结果不显著；第二，制造业集聚度的提升能够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金融业为制造企业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从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第四，金融业、制造业及教育行业协调发展良好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相互协调和渗透，才能有效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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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nancial Industry and Education

Zhou Siqing，Pang 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1 cities from 2007 to 2016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financi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duc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 that: firstly, financi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education agglomeration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not significantly; secondly,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h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rdly, financial industry can improve the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le it provide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fourthly,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nancial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ffects the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only when the manufacturing, financial and educational industries coordinate and permeate each other,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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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横向项目“广东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与贸易结构优化”（2018L-S01）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实现2020年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张来武[1]认为，发展是经济循环轨道的改变，也是对均衡的扰乱和打破。谋求创新求解经济发展中要素报酬递减以及稀缺资源瓶颈等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的一个城市群，更要从依赖传统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方式转变。一个区域的产业集聚度及其协调发展程度影响科技创新水平。
1  问题的提出
第一，创新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其国家战略地位的要求。把粤港澳大湾区设为新的创新“洼地”是国家针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不同的平台积极融入创新潮流，如科技“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高峰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论坛的举办等，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受到了社会各方的关注。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潜力巨大，其发明专利总量从2012年的61 764件上升至2016年的193 712件，上涨了3倍多，而且其发明专利总量及增长率均高于旧金山湾区。
第二，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的必经之路，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协同提升。区域内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聚集程度，为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充足的基础条件。比如制造业方面，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了《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意在大力支持生物制药产业，促进该产业的技术创新；珠海市秉承创新主体即为企业的理念，大力推进“十百千”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另一方面，金融业及教育在科技创新水平提升方面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影响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产业协调发展因素进行探究。
第三，现实的产业发展协调程度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不匹配。区域内单个产业集聚度高并不能有效提升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产业间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以香港为例，包含金融服务业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十分发达，香港也具有高素质人才储备，但其腹地狭小，缺乏庞大资金的应用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以及支持优秀人才自由流动的宽松政策，科技创新成果无法得到有效转化，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高精尖”制造业企业等实体平台弥补了香港这方面的不足。
以粤港澳大湾区内深圳市、广州市、珠海市、香港和澳门5个城市为例，依据《广东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和各市统计局（处）官网的数据，整理得出2007—2016年有关数据，其金融区位熵的对比（取对数）如图1所示，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取对数）的对比如图2所示。其中，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作为衡量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可见香港和澳门的金融业比较发达，但科技创新水平却未及深圳市与广州市等内地城市。根据上述现状，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区域内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是否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产生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产业间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图1改正：横坐标标目改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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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5市金融区位熵比较

图2改正：1.补充纵坐标标目的单位，注意按规范用“/”标示。2. 横坐标标目改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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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5市科技创新水平比较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通过搜集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2007—2016年的相关数据，探究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的聚集度及其发展协调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分析这3个产业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2  相关文献评述及研究方法
2.1  产业集聚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
    产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水平影响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视角有：将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分别建立评价体系，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或者耦合协调模型，对两个体系的协调度进行分析；结合具体行业的产业集聚，研究该行业的产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如李国凤[2]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耦合度进行分析，并选择中国中原城市群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创新背景下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知识扩散和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Fritsch等[3]认为，产业专业度与区域创新绩效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张昕等[4]研究发现，医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聚集产生的专业化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均有正面作用，而多样化技术基础对医药制造业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创新绩效作用为负；张杰等[5]采用江苏省制造业的数据研究产业链定位、分工及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江苏省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对该省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类型产业集聚处于一种“扎堆式”的无序集聚状态；刘军等[6]研究了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但效果不如科技人员、科技经费的投入以及制度创新的影响；张萃[7]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能够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林卓玲等[8]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该协调度对地区专利授权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郭文伟等[9]采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三大子行业——银行、证券、保险的集聚程度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发现金融聚集对科技创新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魏江等[10]认为企业集群有利于集群学习及导致“挤压效应”，从而不断建立自身的创新优势。
2.2  产业协调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
产业发展协调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产业结构的平衡性，目前大多文献集中在产业结构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研究上。如王金波等[11]研究发现科教支出能够改善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科教支出和高水平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与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影响；王超等[12]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水平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李健等[13]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关系，在西部地区成负向关系；王鹏等[14]在对广州市、佛山市和肇庆市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重工业部门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区域创新效率成反比；郁培丽等[15]将区域分为核心-外围区，发现核心区与外围区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多样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一样，同时发现创新绩效与产业结构能够相互促进；王鹏等[16]研究了3个产业——哪3个？的比重与创新产出的互动关系，发现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与创新产出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此外，也有许多文献发现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影响。如付宏等[17]对中国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洪银兴[18]认为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变，需要引入产业化创新的概念，即结合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避免“两张皮”的状况。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产业协调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影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而且仅局限于三大产业划分的标准，而缺乏结合具体行业进行协调性分析。
2.3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在选择衡量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方面，许多文献采用容易获得且分析简单的单一指标，部分学者采用包含信息量较多的指标体系作为衡量指标，但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复杂性，所以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指标体系的构建，鲜有将创新指标体系结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针对研究主题，本文选择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衡量科技创新水平。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文献对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系统与创新系统间的协调度研究；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产业结构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事实上，对产业集聚的定义不仅是制造业的集聚，如郭文伟等[9]提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也具有影响；而某个单一产业的聚集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是有限的，同一个产业集聚度高不一定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如陈燕等[19]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关联度进行了探讨，发现各城市间的产业同质化严重，并指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信息技术产业等优势产业有利于产业协同发展。当多个产业集聚度达到一定水准，并且组成一个有机共同体协调发展时，科技创新水平才能持续性地提高，而目前鲜有文献从产业集聚协调性的角度研究其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3  变量说明及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3.1  变量说明
本文考察制造业、金融业、教育及三者之间发展协调度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引入了制造业区位熵、金融区位熵、教育区位熵及三者之间发展协调度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R&D投入、政府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创新水平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故将三者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1）科技创新水平（INN）。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分为两种：输入变量以及输出变量。Alfranca等[20]、Acemoglu等[21]采用R&D投入作为输入变量，Kim等[22]把R&D在地区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作为输入变量，Fang等[23]采用R&D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作为输入变量；Hu等[24]、Schneider[25]、Chen等[26]将专利申请量看作创新输出变量，有学者将产品销售量、产品质量的提升等作为创新输出变量。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11市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作为科技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专利类型分为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及发明专利3种，其中发明专利最具科技含量，因此采用发明专利的实际授权数更能体现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
（2）产业区位熵。区位熵指数用于衡量某个地区某个产业的聚集程度、专业性程度，其值越高，代表着该地区该行业的聚集程度越高、专业性越强。本文采用制造业区位熵、金融区位熵及教育区位熵，衡量3个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及集聚程度，选择行业的就业人数作为计算区位熵的原始数据。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为i地区在t期末制造业就业人数；为i地区在t期末所有行业就业人数；为11城市t期末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1城市t期末所有行业的就业人数。
                                                         （2）
式（2）中：为i地区在t期末金融业就业人数；为11城市t期末的金融业就业人数。
                                                        （3）
式（3）中：为i地区在t期末教育就业人数；为11城市t期末的教育就业人数。
（3）交互项。本文模型设计两个交互项：和。前者代表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联合作用，与FIN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的作用进行比对；后者代表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联合作用，与EDU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的作用进行比对。
（4）发展协调度（COORD）。发展协调度本质上是一个耦合度模型。耦合是物理学上的概念，用于说明系统内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本文认为，促进一个地区科学技术创新的不仅是产业本身的专业程度，更重要的是产业的协调发展，因此选用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3个产业的区位熵计算3个产业在一个地区的发展协调度，用于考察这3个产业在该地区的协调发展程度。发展协调度由协调度及发展度组成。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4）
当FIN=MNF=EDU时，A取最大值，三者均衡发展，协调程度最高。
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
                                               （5）
本文认为3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地位同等重要，故取。
发展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6）
（5）控制变量。模型中控制变量有3个：创新投入（R&D）、政府政策（GOV）及经济发展水平（ECON）。1）创新投入（R&D）。一般而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及数据可得性，其中内地9城市采用R&D经费内部支出的数据，香港和澳门采用研发支出总额的数据。2）政府政策（GOV）。政府的重视程度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尤为重要，政策倾斜说明政府将会投入更多的资金促进科技创新。其中内地9城市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数据，香港采用创新及科技基金数据，澳门采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数据。虽然三者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资金均来源于政府预算，故能作为政府政策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3）经济发展水平（ECON）。良好的经济环境对科技创新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条件，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整理和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含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单位

	被解释变量
	科技创新水平
	INN
	件

	解释变量
	制造业区位熵
	MNF
	

	
	金融区位熵
	FIN
	

	
	教育区位熵
	EDU
	

	
	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
	FIN×MNF
	

	
	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
	EDU×MNF
	

	
	发展协调度
	COORD
	

	控制变量
	创新投入
	RD
	万元

	
	政府政策
	GOV
	亿元

	
	经济发展程度
	ECON
	亿元



3.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城市的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就业人数， R&D经费内部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各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及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和澳门的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制造业和金融业及教育就业人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香港的创新及科技基金和澳门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数据，来源于《香港统计年鉴》和《澳门统计年鉴》；香港和澳门的研发支出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007—2016年11城市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取对数）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可见每一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都为深圳市和澳门，说明深圳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在11城市中处于最高水平，澳门处于最低水平；个体方差和极差每年逐渐变小，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逐渐改善；从平均值看，每一年的平均值逐渐提升，说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而长期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城市有深圳市、广州市、佛山和东莞市，说明这几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在大湾区内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从时间方差可知，深圳市、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和香港的数值波动较小，方差均小于1，其余城市的方差大于1，波动较大，其中波动最大的是东莞市；从10年增长率看，排名靠前的城市除了东莞市外，增长率均处于100%以下，说明东莞市经过电子信息产业升级后，科技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表2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的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取对数）
	城市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时间方差
	增长/%

	深圳
	7.723
	8.596
	9.004
	9.171
	9.378
	9.478
	9.304
	9.396
	9.738
	9.779
	0.372
	26.62

	广州
	6.741
	7.023
	7.324
	7.595
	8.054
	8.303
	8.308
	8.432
	8.798
	8.945
	0.560
	32.70

	佛山
	5.442
	5.903
	6.471
	6.524
	6.879
	7.057
	6.920
	7.011
	7.673
	8.497
	0.732
	56.13

	东莞
	3.784
	4.745
	5.537
	6.091
	6.631
	7.231
	7.310
	7.393
	7.936
	8.211
	2.060
	116.99

	香港
	5.118
	5.505
	5.793
	5.737
	5.886
	6.165
	5.924
	6.144
	6.431
	6.446
	0.168
	25.94

	珠海
	3.912
	4.963
	5.313
	5.303
	5.778
	6.221
	6.178
	6.410
	7.123
	7.493
	1.112
	91.55

	中山
	3.045
	3.892
	4.625
	5.106
	5.872
	6.144
	6.140
	6.225
	6.900
	7.096
	1.726
	133.07

	惠州
	3.497
	4.190
	4.290
	3.784
	4.762
	5.746
	6.146
	6.258
	6.766
	7.124
	1.709
	103.76

	江门
	3.466
	4.190
	4.635
	5.017
	5.361
	5.903
	5.606
	5.727
	6.230
	6.299
	0.844
	81.75

	肇庆
	1.946
	3.296
	3.178
	3.434
	4.025
	4.585
	4.754
	4.984
	5.106
	5.347
	1.176
	174.79

	澳门
	0.000
	0.693
	1.609
	1.609
	2.197
	1.946
	2.890
	2.639
	2.833
	3.219
	1.047
	/

	最大值
	7.723
	8.596
	9.004
	9.171
	9.378
	9.478
	9.304
	9.396
	9.738
	9.779
	
	

	最小值
	0.000
	0.693
	1.609
	1.609
	2.197
	1.946
	2.890
	2.639
	2.833
	3.219
	
	

	极差
	7.723
	7.903
	7.394
	7.562
	7.181
	7.532
	6.414
	6.757
	6.905
	6.561
	
	

	平均值
	4.061
	4.818
	5.253
	5.397
	5.893
	6.253
	6.316
	6.420
	6.867
	7.132
	
	

	个体方差
	4.639
	4.179
	3.950
	4.198
	3.705
	3.794
	2.916
	3.118
	3.381
	3.312
	
	


注：加粗与下划线的数据是当年处于平均值以上的数据。下同

2007—2016年11城市制造业区位熵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从极值上看，2007—2012年期间，惠州市的制造业区位熵处于大湾区最高水平；2013—2016年期间，东莞市的制造业区位熵处于大湾区最高水平，说明2013年后东莞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大大提高。2007—2011年间，香港制造业区位熵处于最低水平；从2012年开始，澳门制造业区位熵处于最低水平。个体方差与极差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大湾区内部制造业集聚程度不平衡的情况得到改善；平均值在2013年前呈现下降趋势，从2014年开始逐渐回升；从10年增长率看，香港和澳门的制造业区位熵出现负增长，制造业逐渐萎缩并且专业度下降，而东莞市的制造业区位熵在10年内增长了75.84%，制造业聚集程度和专业程度都不断上升。
表3  2008—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的制造业区位熵
	城市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时间方差
	增长率/%

	深圳
	1.391
	1.422
	1.421
	1.343
	1.328
	1.218
	1.237
	1.223
	1.196
	0.008
	-12.62

	广州
	1.171
	1.102
	1.076
	1.120
	1.105
	0.673
	0.638
	0.620
	0.596
	0.065
	-48.49

	佛山
	1.450
	1.410
	1.341
	1.339
	1.495
	1.532
	1.528
	1.569
	1.613
	0.009
	15.22

	东莞
	1.023
	1.124
	0.994
	0.929
	0.900
	1.744
	1.762
	1.799
	1.835
	0.168
	75.84

	香港
	0.144
	0.129
	0.111
	0.107
	0.107
	0.072
	0.075
	0.067
	0.071
	0.001
	-58.63

	珠海
	2.009
	1.973
	1.951
	1.961
	1.904
	1.193
	1.187
	1.228
	1.204
	0.155
	-39.08

	中山
	1.771
	1.790
	1.780
	1.728
	1.699
	1.616
	1.616
	1.628
	1.657
	0.006
	-8.09

	惠州
	2.172
	2.139
	2.107
	2.062
	2.038
	1.414
	1.474
	1.537
	1.587
	0.102
	-26.03

	江门
	1.499
	1.486
	1.493
	1.495
	1.578
	1.176
	1.152
	1.196
	1.208
	0.030
	-21.05

	肇庆
	1.212
	1.159
	1.178
	1.181
	1.218
	1.024
	1.042
	1.105
	1.071
	0.005
	-6.41

	澳门
	0.234
	0.156
	0.140
	0.113
	0.088
	0.053
	0.041
	0.039
	0.046
	0.005
	-77.83

	最大值
	2.172
	2.139
	2.107
	2.062
	2.038
	1.744
	1.762
	1.799
	1.835
	
	

	最小值
	0.144
	0.129
	0.111
	0.107
	0.088
	0.053
	0.041
	0.039
	0.046
	
	

	极差
	2.027
	2.011
	1.996
	1.955
	1.950
	1.691
	1.721
	1.760
	1.788
	
	

	平均值
	1.280
	1.263
	1.236
	1.216
	1.223
	1.065
	1.068
	1.092
	1.099
	
	

	个体方差
	0.412
	0.421
	0.423
	0.418
	0.422
	0.332
	0.343
	0.364
	0.381
	
	



2007—2016年11城市金融区位熵统计数据如表4所示。由此可见，10年内，金融区位熵最大值均为香港，最小值中包含东莞市及肇庆市两地，说明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集聚程度占有绝对优势，同时极差值巨大，且长期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城市只有香港和澳门，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业的集聚程度出现了两极分化。从时间方差可知，各城市每年的波动程度都不大，可以注意到中山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的金融区位熵均在10年内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说明这些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不断提高；而澳门虽然在大湾区内长期处于第2位，但从2014年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
表4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的金融区位熵
	城市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时间方差
	增长/%

	深圳
	0.840
	0.967
	0.986
	1.215
	1.215
	1.195
	0.836
	0.834
	0.878
	0.863
	0.027
	2.72

	广州
	0.813
	0.796
	0.804
	0.849
	0.815
	0.853
	0.721
	0.719
	0.714
	0.800
	0.003
	-1.64

	佛山
	0.559
	0.530
	0.505
	0.489
	0.482
	0.488
	0.535
	0.538
	0.497
	0.516
	0.001
	-7.62

	东莞
	0.326
	0.303
	0.274
	0.289
	0.331
	0.326
	0.372
	0.358
	0.345
	0.296
	0.001
	-9.19

	香港
	4.459
	4.406
	4.577
	4.799
	4.302
	4.173
	4.822
	4.834
	4.845
	4.783
	0.063
	7.26

	珠海
	1.033
	1.029
	1.286
	1.357
	0.968
	0.882
	1.033
	1.036
	1.001
	0.992
	0.021
	-3.94

	中山
	0.446
	0.437
	0.458
	0.472
	0.447
	0.452
	0.523
	0.509
	0.536
	0.522
	0.001
	16.97

	惠州
	0.355
	0.360
	0.352
	0.363
	0.350
	0.383
	0.414
	0.405
	0.404
	0.405
	0.001
	13.86

	江门
	0.468
	0.540
	0.548
	0.525
	0.455
	0.465
	0.571
	0.657
	0.558
	0.578
	0.004
	23.68

	肇庆
	0.278
	0.271
	0.291
	0.304
	0.291
	0.300
	0.348
	0.362
	0.371
	0.383
	0.002
	38.01

	澳门
	2.391
	1.964
	2.005
	2.027
	1.835
	1.756
	2.167
	2.297
	2.259
	2.171
	0.042
	-9.21

	最大值
	4.459
	4.406
	4.577
	4.799
	4.302
	4.173
	4.822
	4.834
	4.845
	4.783
	
	

	最小值
	0.278
	0.271
	0.274
	0.289
	0.291
	0.300
	0.348
	0.358
	0.345
	0.296
	
	

	极差
	4.182
	4.135
	4.303
	4.511
	4.010
	3.873
	4.474
	4.476
	4.500
	4.487
	
	

	平均值
	1.088
	1.055
	1.099
	1.154
	1.045
	1.025
	1.122
	1.141
	1.128
	1.119
	
	

	个体方差
	1.605
	1.471
	1.601
	1.759
	1.390
	1.288
	1.771
	1.802
	1.813
	1.746
	
	



2007—2016年11城市教育区位熵统计数据如表5所示。其中，每年最大值均为香港，最小值均为东莞市，而且结合最小值的变化幅度及该值的10年增长率发现，东莞市在10年内教育集聚程度没有明显提升，而香港在10年内教育区位熵增长了15.2%，这是导致极差不断上升的原因。从个体方差可知，每年各城市数据的离散程度较为一致，在发展差距上没有较大变化。从10年增长率看，虽然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长期处于第2位，但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而珠海市从2012年开始处于平均值以上，并且10年内以27.92%的增长率上升，成为10年内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区位熵成长最快的城市。
表5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的教育区位熵
	城市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时间方差
	增长率/%

	深圳
	0.508
	0.529
	0.539
	0.565
	0.613
	0.605
	0.563
	0.521
	0.530
	0.534
	0.001
	5.16

	广州
	1.433
	1.386
	1.380
	1.410
	1.391
	1.491
	1.193
	1.418
	1.453
	1.420
	0.006
	-0.89

	佛山
	0.876
	0.841
	0.867
	0.890
	0.933
	0.798
	1.083
	1.057
	0.944
	0.937
	0.008
	6.98

	东莞
	0.293
	0.279
	0.253
	0.236
	0.227
	0.231
	0.311
	0.282
	0.277
	0.293
	0.001
	0.02

	香港
	2.308
	2.474
	2.658
	2.625
	2.567
	2.529
	2.630
	2.602
	2.610
	2.659
	0.012
	15.20

	珠海
	1.019
	1.099
	1.123
	1.150
	1.109
	1.147
	1.356
	1.378
	1.347
	1.304
	0.017
	27.92

	中山
	0.582
	0.569
	0.614
	0.593
	0.606
	0.635
	0.760
	0.598
	0.614
	0.583
	0.003
	0.20

	惠州
	0.947
	0.943
	0.909
	0.887
	0.896
	0.900
	0.948
	0.879
	0.894
	0.938
	0.001
	-0.93

	江门
	1.036
	1.019
	0.995
	1.000
	0.980
	0.917
	0.933
	0.868
	0.834
	0.838
	0.006
	-19.12

	肇庆
	1.093
	1.180
	1.181
	1.229
	1.141
	1.105
	1.185
	1.114
	1.077
	1.058
	0.003
	-3.14

	澳门
	2.350
	1.998
	2.122
	2.071
	2.035
	2.035
	2.183
	1.972
	2.127
	2.071
	0.012
	-11.89

	最大值
	2.350
	2.474
	2.658
	2.625
	2.567
	2.529
	2.630
	2.602
	2.610
	2.659
	
	

	最小值
	0.293
	0.279
	0.253
	0.236
	0.227
	0.231
	0.311
	0.282
	0.277
	0.293
	
	

	极差
	2.057
	2.195
	2.405
	2.389
	2.340
	2.298
	2.319
	2.320
	2.333
	2.365
	
	

	平均值
	1.131
	1.120
	1.149
	1.151
	1.136
	1.127
	1.195
	1.153
	1.155
	1.149
	
	

	个体方差
	0.448
	0.416
	0.490
	0.474
	0.443
	0.444
	0.457
	0.452
	0.486
	0.485
	
	



2007—2016年11城市制造业、金融业和教育发展协调度统计数据如表6所示。其中，香港在10年内一直处于最大值的地位，东莞市一直处于最小值的地位，以2012年为拐点，极差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为处于最小值的东莞市发展协调度出现了上升趋势，并且在10年内上升了13.08%，得益于该市制造业区位熵的提升；时间方差和个体方差的数值说明不管是每个个体在时间序列上，还是每一年不同个体之间数值的离散程度均比较小；从平均值上看，整体水平出现了小幅度下降。
表6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制造业、金融业和教育发展协调度
	城市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时间方差
	增长率/%

	深圳
	1.209
	1.251
	1.264
	1.322
	1.324
	1.315
	1.202
	1.191
	1.202
	1.195
	0.003
	-1.09

	广州
	1.385
	1.375
	1.362
	1.373
	1.370
	1.393
	1.201
	1.224
	1.222
	1.234
	0.007
	-10.87

	佛山
	1.240
	1.228
	1.221
	1.211
	1.219
	1.209
	1.302
	1.296
	1.261
	1.273
	0.001
	2.66

	东莞
	0.902
	0.882
	0.876
	0.851
	0.853
	0.848
	1.042
	1.028
	1.027
	1.020
	0.007
	13.08

	香港
	1.787
	1.804
	1.848
	1.860
	1.799
	1.779
	1.854
	1.851
	1.851
	1.854
	0.001
	3.74

	珠海
	1.485
	1.508
	1.566
	1.584
	1.489
	1.468
	1.434
	1.437
	1.432
	1.417
	0.003
	-4.59

	中山
	1.172
	1.160
	1.184
	1.181
	1.170
	1.176
	1.227
	1.173
	1.189
	1.178
	0.000
	0.55

	惠州
	1.293
	1.296
	1.280
	1.274
	1.266
	1.275
	1.211
	1.199
	1.212
	1.231
	0.001
	-4.74

	江门
	1.269
	1.284
	1.279
	1.273
	1.246
	1.245
	1.221
	1.228
	1.196
	1.205
	0.001
	-4.98

	肇庆
	1.145
	1.175
	1.172
	1.190
	1.168
	1.171
	1.166
	1.161
	1.170
	1.164
	0.000
	1.60

	澳门
	1.559
	1.445
	1.446
	1.436
	1.388
	1.366
	1.449
	1.430
	1.450
	1.429
	0.003
	-8.35

	最大值
	1.787
	1.804
	1.848
	1.860
	1.799
	1.779
	1.854
	1.851
	1.851
	1.854
	
	

	最小值
	0.902
	0.882
	0.876
	0.851
	0.853
	0.848
	1.042
	1.028
	1.027
	1.020
	
	

	极差
	0.885
	0.921
	0.972
	1.009
	0.946
	0.932
	0.812
	0.823
	0.824
	0.834
	
	

	平均值
	1.313
	1.310
	1.318
	1.323
	1.299
	1.295
	1.301
	1.292
	1.292
	1.291
	
	

	个体方差
	0.056
	0.054
	0.061
	0.065
	0.054
	0.052
	0.047
	0.048
	0.048
	0.048
	
	



以10年平均排名及等级水平作为衡量指标，挑选排名前7位的城市作为对比。表7中,7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等级包括A、B、C级，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发展协调度与制造业区位熵、金融区位熵、教育区位熵四者的平均排名中，C级以上的个数分别占5个、5个、5个、4个，故有理由认为四者对科技创新水平均有促进作用，方向为正。
表7  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前7位城市主要指标
	城市
	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取对数）
	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发展协调度
	制造业区位熵
	金融区位熵
	教育区位熵

	
	平均排名
	等级水平
	平均排名
	等级水平
	平均排名
	等级水平
	平均
排名
	等级水平
	平均排名
	等级水平

	深圳
	1
	A
	7
	C
	6
	C
	4
	B
	10
	E

	广州
	2
	A
	5
	C
	8
	D
	5
	C
	3
	B

	佛山
	3
	B
	6
	C
	5
	C
	7
	C
	7
	C

	东莞
	4
	B
	11
	E
	6
	C
	11
	E
	11
	E

	珠海
	5
	C
	2
	A
	4
	B
	3
	B
	5
	C

	香港
	6
	C
	1
	A
	11
	E
	1
	A
	1
	A

	中山
	7
	C
	9
	D
	3
	B
	8
	D
	9
	D


注：1）加粗及下划线数值为该城市平均排名最靠前的平均排名；2）等级水平分为高水平（第一、二位）、中高水平（第三、四位）、中等水平（第五、六、七位）、中低水平（第八、九位）、低水平（第十、十一位），分别用A、B、C、D、E表示

4  模型设计及实证结果分析
4.1  模型设计
为考察制造业区位熵、金融区位熵、教育区位熵及三者发展协调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程度，本文拟选择以下模型进行检测：
          （7）
式（7）中，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以及异方差因素，科技创新水平、创新投入、政府政策及经济发展程度取自然对数，其他变量均为比值形式。
4.2  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择软件EViews 8.0及Stata 12.1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在多元线性回归前有必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在保证时间序列数据平稳的前提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再从经济意义、拟合优度、显著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最终得出模型。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本文面板数据特征，选择ADF-Fisher检验值及IPS检验值作为衡量指标，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取了一阶差分后，均严格拒绝面板数据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4.3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上述结果中，各解释变量取差分后均处于平稳状态，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7个模型进行回归。本文将采用3种检验方式判断模型类型：F检验用于判断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LM检验判断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判断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如表9所示。此外，各个模型的判决系数在0.8以上，属于较高的范围，如表10所示。
表8  样本城市指标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测变量
	ADF-Fisher检验值
	IPS检验值
	检测结果

	科技创新水平
	38.630**
	-1.795**
	平稳

	金融区位熵
	20.021
	-0.074
	不平稳

	金融区位熵一阶差分
	47.891***
	-2.991***
	平稳

	制造业区位熵
	9.951
	1.522
	不平稳

	制造业区位熵一阶差分
	54.471***
	-3.567***
	平稳

	教育区位商
	52.900***
	-3.629***
	平稳

	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
	18.793
	0.225
	不平稳

	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一阶差分
	60.363***
	-4.092***
	平稳

	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
	12.977
	0.958
	不平稳

	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一阶差分
	59.728***
	-4.041***
	平稳

	发展协调度
	30.428
	-0.952
	不平稳

	发展协调度一阶差分
	69.364***
	-4.960***
	平稳

	创新投入
	29.020
	-0.538
	不平稳

	创新投入一阶差分
	151.450***
	-13.714***
	平稳

	政府政策
	5.992
	2.878
	不平稳

	政府政策一阶差分
	62.357***
	-4.278***
	平稳

	经济发展程度
	15.589
	1.132
	不平稳

	经济发展程度一阶差分
	44.298***
	-2.685***
	平稳


注：1） *、**、***分别为10%，5%，1%水平上显著；2）拒绝面板包含单位根原假设。下同

表9  样本城市指标变量的7个模型3种检验结果
	模型序号
	模型构建
	F检验
	LM检验
	Hausman检验
	模型选择

	（1）
	
	5.42***
	0.44
	26.86***
	固定效应

	（2）
	
	8.88***
	8.70***
	32.19***
	固定效应

	（3）
	
	6.30***
	6.28***
	23.40***
	固定效应

	（4）
	
	7.34***
	2.93**
	36.68***
	固定效应

	（5）
	
	7.48***
	6.90***
	27.77***
	固定效应

	（6）
	
	6.38***
	1.18
	29.52***
	固定效应

	（7）
	
	6.30***
	0.48
	29.45***
	固定效应



从表10可以发现，金融区位熵对科技创新的回归结果没有通过10%的置信度水平的检验，并且将其与制造业区位熵、教育区位熵一同回归的结果与单独回归的结果无明显差异，说明该结果稳健，这与郭文伟等[9]的研究结论一致；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对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主要原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金融业发展不均衡，香港和澳门与内地城市相比，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但金融业本身并不能直接促进科技创新水平，受限于狭小的腹地，香港和澳门没有制造基地进行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未能通过产品进行经济转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与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如表2、表4），即使内地城市拥有庞大的制造基地作为技术孵化及应用的场所，但香港和澳门的金融产值占粤港澳大湾区的50%以上，导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整体影响不显著。然而，完善的银行贷款体系、证券市场及保险产品有利于为制造业在新产品研发、生产工艺、包装材料等方面的创新提供全方位的资金保障，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
制造业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68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将其与金融区位熵、教育区位熵一同回归的结果与单独回归的结果无明显差异，证明结果稳健。这与刘军等[6]和张萃[7]研究结论相一致。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的高度集聚有利于产业链及规模效应的形成，制造业集聚效应激发企业的集群学习行为，通过相互学习提高创新水平，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有利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升级，由于集聚产生挤压效应从横向及纵向刺激了其他集群企业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制造基地为技术转化提供了平台，技术以产品的形式输入市场，并经过市场的检验不断优化技术，进行新一轮的创新。虽然结果十分显著，但是回归系数较小，可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制造业集聚暂未达到有序的状态，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足及产业同质化导致的恶性竞争，抑制制造业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积极影响。
教育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10%的置信度检验，三类区位熵一同回归的结果与教育区位熵单独回归的结果无明显差异，证明该结果稳健，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样没有通过10%的置信度检验。主要原因为：教育本身不能对科技创新的提高产生明显的正面作用，而是通过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实现技术发明、技术转移、技术创新等活动，即使是制造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也需要通过人才或高素质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作为媒介实现。另一方面，教育区位熵对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边际贡献比对中低端制造业的边际贡献要大，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仍然占比大，如果高新技术制造业改造受到阻碍，那么教育集聚的作用就受到了限制。以广州市为例，旧城改造进程缓慢、规划不完善等影响了产业布局，而深圳市、珠海市则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都市更新，这种情况下难以形成城市群效应，高新技术制造业协同效应难以发挥。
制造业区位熵、金融区位熵及教育区位熵三者的发展协调度对科技创新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2.681。制造企业集聚为创新技术的孵化、应用、产品赋能、市场检验提供平台，金融业为这个平台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资金保障，教育为该平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三方面相互耦合，形成相对稳定的协同创新系统，有利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该结论是基于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研究整体的前提下得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内需要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从而达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间协调及产业间协调的状态，才能实现制造业、金融业与教育相互支持和渗透，科技创新水平有效地可持续性地提高。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正是利用了大湾区内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的协调发展所提出的概念。如广州在科技创新走廊中发挥着高校及研究所等教育优势，为平台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源（如表5）；东莞发挥其先进制造业规模优势，建造一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如表3）；深圳除了担任创新企业孵化器、创新中心等角色，其金融地位也仅次于香港、澳门及珠海市，为创新成果的研发和转化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如表4）。此外，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加快了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同时为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为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产业协调发展，发改委也提出了基础建设的专项规划。
表10  样本城市指标变量的7个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金融区位熵
	0.478
(1.26)
	
	
	
	
	
	0.410
(1.07)

	制造业区位熵
	
	0.681***
(2.96)
	
	
	
	
	0.666***
(2,87)

	教育区位熵
	
	
	0.055
(0.09)
	
	
	
	0.020
(0.03)

	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
	
	
	
	0.441*
(1.88)
	
	
	

	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
	
	
	
	
	0.318
(1.19)
	
	

	发展协调度
	
	
	
	
	
	2.681***
(2.83)
	

	创新投入
	0.090
(1.34)
	0.065
(0.98)
	0.096
(1.40)
	0.078
(1.15)
	0.082
(1.20)
	0.070
(1.05)
	0.061
(0.93)

	政府政策
	0.652***
(4.22)
	0.783***
(5.06)
	0.658***
(4.22)
	0.745***
(4.67)
	0.715***
(4.43)
	0.730***
(4.82)
	0.774***
(4.98)

	经济发展程度
	2.158***
(5.60)
	2.209***
(5.94)
	2.140***
(5.51)
	2.136***
(5.61)
	2.187***
(5.65)
	2.191***
(5.87)
	2.223***
(5.95)

	常数项
	-12.766***
(-4.70)
	-13.644***
(-5.20)
	-12.186***
(-4.40)
	-12.569***
(-4.74)
	-12.910***
(-4.69)
	-16.102***
(-5.48)
	-14.181***
(-5.19)

	R2
	0.805
	0.819
	0.802
	0.809
	0.805
	0.817
	0.821

	F值
	98.01
	107.08
	96.02
	100.45
	97.80
	106.13
	71.04

	样本总量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2007—2016年的数据，从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的协调发展角度，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它们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金融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没有通过10%水平显著性检验，主要因为香港和澳门虽然金融集聚程度较高，但缺乏实体制造企业对接技术转化，无法单纯通过金融业本身提高科技创新水平。金融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印证了完善的银行贷款体系、证券市场及保险产品有利于通过制造企业输入技术市场。
[bookmark: _Hlk529972748]（2）制造业区位熵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主要因为制造企业为技术转化提供了平台，制造企业的高度集聚有利于集群学习，并且制造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产业链和规模效应的形成。其中，技术溢出及“挤压效应”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通过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经过市场的检验后，进一步改良技术，进行新一轮的创新。
（3）教育区位熵与科技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没有通过10%的置信度检验，教育区位熵与制造业区位熵的交互项与科技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也没有通过10%的置信度检验，主要原是因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技术制造业比重仍然比传统制造业比重低，而教育区位熵对高新技术与制造业的边际贡献比对传统制造业的边际贡献高，导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教育集聚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更新计划受到阻碍，进一步影响了产业布局，不利于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故教育集聚的作用受到了限制。
（4）制造业区位熵、金融区位熵及教育区位熵三者的发展协调度对科技创新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2.681。制造企业为技术应用和产出提供了平台，金融业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保障，教育为制造企业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三者的良性耦合形成了稳定的创新协同系统，从而提高了科技创新水平。
5.2  启示
[bookmark: _Hlk529973004]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情况，为有效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以下几点启示值得重视：
（1）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明确各自优势，进行合理产业布局，避免同质竞争和恶性竞争，形成紧密合作的产业链。比如香港应大力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转化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东莞市作为高新电子产业集聚地，应有效对接创新资金，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良生产技术。
（2）提高制造业、金融业与教育的发展协调性，加强政产学研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资金资源，通过建立全新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从传统的单纯资金输入，到人才与资金双输入，再到人才、资金、商业实操的多维融合。
（3）从被动创新到主动创新进行转变。传统的被动创新主要依赖技术溢出和“挤压效应”，生产仿冒产品甚至利用价格战获得市场份额，虽然这种创新模式成本较低，但却抑制了创新能力的提升，还会促使恶性竞争。主动创新是基于政策优势，主动利用资金和创新机会，不断改良自身技术，从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方式。
（4）突破行政边界，形成有力、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协作机制，打通政策壁垒。如针对高素质科研人员的交流，粤港澳大湾区应成立专项委员会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包括调整和落实科研人员的落户、薪酬福利、退休养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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